
 

 

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
−基于“全国文明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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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品牌蕴含着巨大的价值。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利用 2003−

2015 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城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匹配双重

差分和工具变量等方法研究了城市品牌价值提升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并分析了土地供给管制在

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可以提高城市总产值、总人口和土地价格，而土地

供给管制会降低品牌价值对于城市总产值的贡献，扩大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程度，因此中国建设用地

供给的严格管制导致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土地价格的抬升方面。文章的发现不仅证实

了品牌价值提升对城市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拓宽了中国土地问题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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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品牌是一项不可忽视的独特的资产，企业的品牌价值通过人们对品牌

的 认 知 度 、 感 知 质 量 、 联 想 等 渠 道 对 企 业 的 绩 效 产 生 关 键 性 的 影 响 （ Aaker， 1992； Yeung 和

Ramasamy，2008）。同样，城市的品牌价值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发展。从历史上看，许多名

城曾经毁于战火，但之后又重新发展繁荣，其中名城自身的品牌价值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①从

现实来看，城市品牌对于城市的竞争力也有巨大的影响。例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城市品

牌提升了苏州、杭州的吸引力，而一些城市曾经由于负面新闻导致城市的品牌价值受损，对城市

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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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东汉末年，洛阳毁于董卓之乱，但是西晋代魏，仍以洛阳为都，洛阳重新繁盛；明末清初，“扬州十日”对扬州

城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康乾时期，扬州再度成为江南重镇；二战期间，米兰受到严重破坏，但是现在仍然成为世人心驰神往的“时尚之都”。

名城的恢复之中，地理因素、自然条件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名城对于人们观念的影响，即名城自身的“品牌”，可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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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品牌价值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提升城

市品牌价值，增强城市的竞争力。例如，众多城市在央视投放了城市宣传片，宣传城市特色，塑造

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品牌价值。另外，中央政府授予的城市称号也是重要的城市品牌，

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各种“创城活动”。

然而，与实践层面的高度关注相比，关于城市品牌价值的学术研究却比较匮乏。一方面，关

于品牌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Yeung 和 Ramasamy，2008；乔均和彭纪生，2013），另一方

面，现有关于城市软环境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文化和制度环境方面（Liu，2005；刘凯，2018；陆铭等，

2018），研究发现文化多样性、宗族文化等文化因素（Pendakur 和 Pendakur，2002；Alesina 和 La

Ferrara，2005；Gao 和 Long，2014；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丁从明等，2018），产权保护、营商环境等

制度因素（Acemoglu 和 Johnson，2005；Falvey 等，2006；方颖和赵扬，2011；董志强等，2012）都会对

城市发展产生影响，然而鲜有文献关注城市品牌效应的影响，更鲜有分析城市品牌价值对城市

影响的研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大部分关于城市的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的生产功能（Combes

等，2011；Behrens 等，2014），对于城市生活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少（Glaeser 等，2001），而城市文化功

能则更少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第二，城市品牌的价值很难进行量化，不容易得到合理的度量，

这给研究也带来了很大难度。

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活动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

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全国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因此得到了地方政

府的积极响应；另一方面，城市入选文明城市除获得荣誉称号之外，并没有受到中央政府相关的

资源倾斜和政策优惠，故可以比较干净地识别出品牌价值对于城市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入选文

明城市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重点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城市的品牌究竟有没有价值？地

方政府积极争取的城市称号是否确实可以对城市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城市品牌的价值可以反

映在城市发展的哪些方面？第二，品牌价值对城市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即是什么因素导

致了品牌价值对于不同城市的影响存在差异？

为此，本文参考研究城市发展的相关文献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发现城市品牌价值

影响了城市的总产出，同时作用于城市总人口和土地价格方面，其中土地供应的管制程度是重

要的影响因素。本文还利用中国 2003−2015 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了检

验，发现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可以提高城市总产值，促进城市的发展，这种促进作用体现在促进

城市总人口和城市土地价格的提升，并且主要体现在提升了土地价格，对于城市创新、投资等方

面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还发现，土地供给管制降低了品牌价值对城市总产值的贡献，而且扩大

了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程度，因此在中国建设用地供给受到严格管制的背景下，城市品牌价值的

提升主要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上涨。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品牌价值在不同类型城市间影响的异质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理论上，一是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刻画了品牌价值、土地供

给管制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城市品牌价值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方式，以及土地供给

管制在其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本文通过城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这一全新视角，直接研究

了品牌价值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丰富了文化价值对于城市影响的研究，弥补了城市品牌价值研

究的空白；在方法上，本文将入选“全国文明城市”视作一项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匹配双重差

分和工具变量的方法，比较准确地识别出城市品牌价值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在内容上，本文评

估了提升城市品牌价值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打造城市品牌的举措提供了学术上的

支撑，同时也发现了建设用地供给管制对于城市发展和空间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Qia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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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agni，2016），特别是在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下，土地供给的数量和方式影响重大，大量研究分

析了土地对于城市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等的影响（雷潇雨和龚六堂，2014；谢冬

水，2016；李勇刚和罗海艳，2017），而本文的研究发现土地供给管制对于城市品牌价值的发挥至

关重要，拓宽了关于土地供给管制对城市影响的研究领域，为未来中国土地政策的优化提供了

新的经验证据。

二、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向前推进，在创造一系列增长奇迹的同时也面临着城

市化内在质量提升滞后于规模增长的问题，提升城市质量、建设城市文明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

选择，“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活动也应运而生。“全国文明城市”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

会（以下简称文明委）授予的一项荣誉称号，旨在表彰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成绩突出，能够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的城市。自

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开展以来，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高度重视相关创建工作。以厦门市为例，在

文明城市的创建过程中，厦门市形成了逐级问责追究制度，形成了一系列由政府牵头和市民自

发组织相辅相成的“文明品牌”。①

文明委设计了详细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测评体系包括基本指标和特色指标两大部

分。基本指标反映文明城市创建的基本情况，共分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正公平的法治环境、

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扎

实有效的创建活动七大项。②特色指标反映城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特色、城市整体形象，由创建

工作集中宣传、荣誉称号和城市整体形象三大项组成。

文明委审议批准全国文明城市后会正式进行表彰和奖励。这些奖励主要包括，入选城市将

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上得到表彰，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区）荣誉称号。各地方政

府也会表彰为本市（区）申报文明城市（区）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人员，授予奖牌和证书以及记

功（嘉奖）。因此，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文明城市主要带来的是城市知名度和品牌价值的提升，并

无证据表明“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与资金倾斜、政策优惠等挂钩。这个特征使本文可以较为干净

地识别出城市品牌价值的影响，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三、理论模型

为了刻画品牌价值对于城市的影响，本文借鉴 Hsieh 和 Moretti（2019）的方法，基于 Rosen-
Roback 模型，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模型考虑在给定投资和技术水平的情况下，当城市的

品牌价值提升时，城市的总产出、人口和土地价格等因素的变化。模型的基本设定如下：假定城

市中存在资本 K 和劳动力 L 两种要素，劳动力（即城市中总人口）由模型均衡状态所决定。

（一）城市总产出和劳动力需求

城市根据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利用资本 K 和劳动力 L 生产一种同质的产品，其生产

函数如（1）式所示：

  2021 年第 1 期

① 从首届文明城市创建至今，厦门市始终从全局角度推动文明创建工作。详见：http://www.wenming.cn/dfcz/fj/201711/t20171121_4494

263.shtml。

② 其中，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包括建城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等内容，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包括人均教育经费支出、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学率和每百人公共图书藏有量等内容，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包括人均 GDP、GDP 年增长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人均拥有道路

面积、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量等内容，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包括以城带乡联动发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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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ALαK1−α （1）
其中，A 表示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L 表示城市的就业量，K 表示城市的资本量。根据一阶条件，

可以计算出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分别对应当地的名义工资 W 和资本成

本 R。①那么可以得到如（2）式所示的城市的劳动需求函数，可见劳动需求函数是生产率 A 和资

本 K 的增函数，是名义工资 W 的减函数。

L1−α =
αAK1−α

W
（2）

（二）人口流动和劳动力供给

β

消费者的效用取决于其收入 W，城市的舒适程度 Z，以及城市生活成本（模型中用土地价格

P 来刻画， 为住房支出占比），那么城市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如（3）式所示：

V =
WZ
Pβ

（3）

（3）式包含三个假设：首先，假设产出商品的价格在所有城市间是相同的；其次，假设劳动力

对所有城市具有同质偏好，结合劳动力在城市间完全自由流动的假设，意味着每个城市的劳动

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第三，假设土地存量和企业使用的土地均由政府拥有，所以劳动力收入只

是工资收入。

Z0

Z1

本文进一步假设，城市的舒适程度 Z 决定于有形的城市质量 ，例如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水平，以及城市的文化价值 ，例如城市的品牌价值。因此，城市的舒适程度 Z 可以表示为（4）

式的形式：

Z = Z0Z1 （4）
（三）土地市场和用地价格

城市劳动力供给受到城市生活成本，即模型中的土地价格的影响。假设土地供给完全由地

方政府决定，那么地方政府土地供给量由（5）式给出：

Land = Land0+ (P/P̄)
1
γ （5）

Land Land0

P̄ γ

γ γ

其中， 为土地供给量， 为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地方政府固定土地供给量，P 表示土地的

价格， 表示其他外生与模型的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 反映的是城市土地供给管制的程度，当土

地供给严格受限时 较大，而土地供给充足的城市 较小。

（四）均衡条件和城市特征的决定

Ṽ

最后，模型的均衡条件由人口流动均衡和土地市场均衡同时决定。模型假设人口在城市内

外可以流动，那么在人口流动均衡条件下，消费者在城市内的效用 V 与城市外部的保留效用 相

等。模型假设每个劳动力需要一个单位的土地进行居住，那么城市人口数量等于土地供给数

量。即均衡条件如（6）式和（7）式所示：

Ṽ = V =
WZ
pβ

（6）

L = Land = Land0+ (P/P̄)
1
γ = P

1
γ （7）

Z0 Z1 γ

根据上述均衡条件，这里可以得到在均衡时，城市人口数如（8）式所示。显然给定其他外生

条件，城市人口数由城市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 、城市的品牌价值 和土地供给限制 所

决定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更高、城市的品牌价值更高和土地供给限制更低的城市，城市

姚    鹏、张泽邦、孙久文、闫昊生：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

① 我们假设资本成本 R 是外生决定的，且在所有城市中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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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数量更大，这也与经济学直觉高度相符。

L =
[
αRKZ0Z1

(1−α)V

] 1
1+βγ

（8）

同样，利用（1）式、（7）式和（8）式也可以得到城市总产出和城市土地价格的表达式：

Y =
(
α

1−α

) α

1+βγ
AK

1+βγ−αβγ
1+βγ

(RZ0Z1

V

) α

1+βγ

（9）

P =
[
αRKZ0Z1

(1−α)V

] γ

1+βγ

（10）

（五）对接现实和理论假说

Z0

Z1

Z1 Z1

如前文所说，本文以城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作为切入点，研究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对于城

市的影响。那么将理论模型与现实相对应，可以发现，城市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相当于对于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而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带来的品牌价值，则相当于是对

于 的一个突然的提升。那么，本文关注的城市品牌价值对于城市的影响，在模型中可以表述

为，城市总产出、总人口和土地价格等内生变量对于 的偏导数。首先城市就业量 L 对于 的偏

导数可得：

∂L
∂Z1

=
Z0

1+βγ

[
αRK

(1−α)VP̄β

] [
αRKZ0Z1

(1−α)VP̄β

] 1
1+βγ

−1

（11）

γ

γ
∂

∂γ

(
∂L
∂Z1

)
< 0

γ

（11）式中各项均大于 0，由此可知城市品牌价值的上升将引起城市总人口的上升。同时这

里也可以发现，城市品牌价值对于人口提升的程度不仅受到资本、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城

市外部的保留效用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土地供给的管制程度 的影响。因此，本文再将

（11）式对于土地供给管制程度 求偏导数，显然可得： 。①即城市品牌价值对于对城市

总人口的拉动，随着土地供给管制 的增加而减少。

Z1同样，可以将城市总产出和土地价格对于城市品牌价值 求导，结果如（12）式和（13）式所

示。结果表明，城市品牌价值会提升城市的总产出，其提升的程度，受到城市生产率、资本、城市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城市外部的保留效用水平以及土地管制程度的影响。城市品牌价值也会

提升城市的土地价格，其影响程度受到资本、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城市外部的保留效用水

平和土地管制程度的影响。

∂Y
∂Z1

=
αRZ0

(1+βγ)VP̄β

(
α

1−α

) α

1+βγ
AK1−

αβγ

1+βγ

(RZ0Z1

VP̄β

) α

1+βγ
−1

（12）

∂P
∂Z1

=
γZ0

1+βγ

(
αRKZ0Z1

(1−α)V

) γ

1+βγ
−1
αRK

(1−α)V
=
γZ0

1+βγ

(
αRKZ0Z1

(1−α)V

) γ

1+βγ

（13）

γ
∂

∂γ

(
∂Y
∂Z1

)
< 0

∂

∂γ

(
∂P
∂Z1

)
> 0

同样，本文也进一步关心土地供给管制程度对于城市总产出和土地价格的影响，即将（12）

式和（13）式对于 求二阶导数，结果为 ， 。即土地管制程度的提高会降低

城市品牌价值对于城市总产出的影响，放大品牌价值对于土地价格的影响。

上述结论在现实中可以很直观地理解，即城市品牌价值的增加提高了城市的吸引力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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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
1+βγ γ

[
αRK

(1−α)VP̄β

] [
αRKZ0Z1
(1−α)VP̄β

] 1
1+βγ −1

γ

γ

① （11）式可以分成两式相乘的形式，第一个式子 随 单调递减，第二个式子 也随 单调递减，因此其对

于 的偏导数小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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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城市的福利水平得到提升，提升了城市的总产出，也使得城市吸引到更多的人口，相应地会

引起土地等要素价格（或者说是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由于土地只由地方政府提供，因此相当

于存在一个垄断的土地市场，那么当政府管制严格、土地供给弹性较小时，城市品牌价值带来的

福利水平的提升，大部分转化为垄断租金，被地方政府以提升土地价格的方式拿走，因此对于城

市总产出和总人口的影响较小。反之，当政府管制宽松、土地供给弹性较大时，福利提升主要分

配给城市居民和企业，带来城市总产出和总人口的增加。对应到中国实际情况，由于中国城镇建

设用地的市场是政府完全垄断的模式，因此可以预期，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主要反映在城市土

地价格的提升方面。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会提高城市总产出，促进城市发展。

假说 2：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会带来城市总人口和土地价格的提高，在中国实际中将主要反

映在土地价格的提升方面。

假说 3：城市品牌价值对于城市总产出、总人口和土地价格的影响程度受土地供给管制程度

的影响。

四、识别策略、数据与变量

（一）识别策略

本文将入选文明城市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从而可以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入选文明

城带来的品牌效应对城市的影响。一般而言，经典的双重差分模型的设置如（14）式所示：

yrt = α0+β1 postt × treatr +β2 postt +β3treatr +αXrt + ϵrt （14）

yrt postt

treatr Xrt

ϵrt

postt treatr postt × treatr β1

其中， 核心被解释变量，t 和 r 分别代表时间和城市； 代表政策前后的虚拟变量，城市入选

文明城市之后取值为 1， 代表是否是处理组的虚拟变量，如果城市是文明城市取值为 1； 为

其他的对于城市的控制变量，其具体设置见下文变量部分； 为随机扰动项。那么上述模型中，

在同时控制了 和 水平项的情况下，交互项 的估计系数 则代表了入选文明

城市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Postt

然而，利用双重差分的一般模型进行估计时存在一个问题，即文明城市的批准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从 2005 年第一批全国文明城市获批以来，2009 年、2011 年和 2015 年分别有新的城市陆

续加入到全国文明城市的行列，各个城市成为文明城市的时间不同，很难定义一个统一的时间

虚拟变量 ，因此本文需要利用多期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借鉴文献的一般做法（范子英

和赵仁杰，2019），本文采取控制城市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的方法进行估计，本文将（14）式修改

为（15）式的形式：

yrt = α0+β1civi_cityrt +δt +µr +αXrt + ϵrt （15）

civil_cityrt

δt µr

β1

其中， 是代表了一个城市是否是文明城市的虚拟变量，当城市成为文明城市之后年份

设为 1，①若城市不是文明城市或者当年尚未成为文明城市均为 0； 为时间固定效应； 为城市固

定效应；其与变量的含义与（14）式中相同。通过对（15）式进行估计得到的估计系数 ，就代表了

入选文明城市对于城市的影响。然而，是否入选文明城市内生于城市本身的特征，这可能导致处

理组和对照组的城市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影响估计结果。

姚    鹏、张泽邦、孙久文、闫昊生：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

① 入选当年不取 1 的原因在于，多数情况下入选城市名单公布时当年已接近尾声，文明城市带来的品牌效应在次年才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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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r

treatr

Pc Xc

civi_cityrt β1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入选文明城市的城市构建城市特征相似的

对照组样本（Rosenbaum 和 Rubin，1983，1984），再采取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估计。具体而言，本文

根据城市是否曾经入选文明城市，将入选文明城市的样本作为处理组（ 等于 1），将未入选文

明城市的样本作为对照组（ 等于 0），利用 logit 模型对（16）式进行估计，得到城市入选文明城

市的概率 ，以其作为倾向得分，其中 为影响城市入选文明城市的考核指标（具体指标设置和

描述性统计见变量选择部分）。然后，根据估计得到的倾向得分，利用最近邻匹配的方法，为入选

的 文 明 城 市 匹 配 对 照 组 。 最 后 ， 本 文 利 用 匹 配 得 到 的 样 本 ， 重 新 对 （ 15） 式 进 行 估 计 ， 那 么

的估计系数 ，就代表了入选文明城市的品牌效应对于城市的净影响。

Pc = Pr {Lc = 1 |Xc } = ϕ
(
X′cβ

)
（16）

本文也借鉴相关研究的做法（Nunn，2007；Qian，2008），采取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了估计，具体

方法汇报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经验研究采用 2003−2015 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 EPS 数据库，具体的变量选取如下：①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分析了城市的品牌效应对于城市总产出、总人口和土

地价格的影响，与此相一致，本文经验研究部分相应地选择了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地级市实际生

产总值、市辖区常住人口和国有土地的实际出让价格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借鉴相关文献的一

般做法，将其取对数，作为最终的被解释变量。

civi_cityrt

civi_cityrt

civi_cityrt

civi_cityrt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是否入选文明城市（ ）。该变量的认

定方法如下：在一个城市得到文明委的认可，进入全国文明城市名单之后的年份 设定为

1，对于从未入选的城市和尚未入选的年份 设定为 0，如果城市在经过复核后失去文明城

市的资格，那么该城市在失去资格之后年份 也为 0，直至其重获文明城市的资格。②另

外，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均有部分城区入选文明城市（区），并不是整个城市获得了文明城市称

号，且直辖市的政治、经济特征与其他城市存在较大差别，故本文剔除了这四个直辖市的样本。

（3）控制变量。首先，在经验研究中控制了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影响

投资和城市生产率的变量。其次，文明城市创建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城市市容环境和公共服务

的改善。因此，经验研究中本文也控制了人均绿地面积、人均医院数和人均公交车数等代表市容

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变量，并进行了对数处理。

（4）匹配样本和构建工具变量所用变量。本文根据文明城市的评价指标，收集了人均实际

GDP、实际经济增长率、城镇化率等一系列与考核指标相对应的变量，从而完成对样本的匹配，并

且依照评价指标构建了工具变量。

五、基础回归结果

（一）假说 1 的检验：品牌价值对于城市 GDP 的促进作用

根据上文的双重差分模型（15），本文估计了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对城市总产值的影响，结果

如表 1 所示。第 1 列报告了只控制城市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不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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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不再列示数据描述性统计，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在我们的样本区间中，只有青岛市在 2009 年，深圳市、中山市在 2011 年，未通过复核，失去了文明城市的资格。其中，青岛市在

2011 年通过考核重新入选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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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_cityrt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内生性来源的情况下，关键解释变量 的估计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显

著，而且其经济意义也较小。

根据理论模型，城市品牌价值对于城市的影响可能受到投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等

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再对城市 GDP 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1 的第 2 列所

示。估计结果与不加控制变量类似，估计系数虽符号为正但统计意义不显著且经济意义较小。
 

表 1    基础回归估计结果

（1） （2） （3） （4）

城市 GDP 对数 城市 GDP 对数 城市 GDP 对数 城市 GDP 对数

civi_city −0.000（−0.015） 0.030（1.411） 0.061**（2.320） 0.052**（2.2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655 3 472 819 796

组内 R2 3.31e-07 0.159 0.0186 0.130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的 t 值；***、**和*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城市的事前特征导致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城市不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因此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对匹配后的样本重新使用双重差

分的方法进行了估计。在估计之前，本文进行共同取值检验和平衡性检验。首先，匹配前后处理

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图如图 1 所示，在匹配前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的倾向得分存在重

叠，满足共同取值假设；而在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倾向得分分布趋于一致，说明匹配的结

果良好。本文进一步对比匹配后样本的差异，发现匹配后样本的城市特征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满

足了平衡性假设。①因此，本文的匹配处理效果较好，可以有效地解决由于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

特征差异对估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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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匹配前（左图）、后（右图）处理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图

 

civi_cityrt

Z0

Z1

表 1 的第 3 列汇报了利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第 4 列汇报了加入控制

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关键解释变量 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并且在

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均显著。由于匹配选择的控制组和处理组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具有相似的城市特征（即理论模型中的 无明显差异），因此可以剔除事前城市特征带来的影响，

从而保证模型识别出的效果来源于入选文明城市带来的城市品牌价值（即理论模型中的 ）的提

姚    鹏、张泽邦、孙久文、闫昊生：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

① 限于篇幅，不再列示匹配后样本差异，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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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这个结果表明，在决定是否入选文明城市的各项指标相似的城市中，如果城市入选了全国文

明城市，那么城市总产值将出现明显上升。这一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假说 1，即城市品牌价值

的提升能够促进城市发展。

（二）假说 2 的检验：品牌价值对于城市总人口和土地价格的促进作用

根据理论模型，入选文明城市对于城市总人口和土地价格应当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本

文首先利用匹配双重差分方法，对城市总人口对数和土地价格对数进行了估计，结果如表 2 的

1、2 列所示。结果表明，如果城市入选了全国文明城市，那么城市总人口和土地价格将出现明显

上升。

本文在理论模型中假设不同城市的生产率和投资情况是外生变量，现在放松这一假设，研

究入选文明城市对于城市生产率和投资的影响。本文利用城市人均 GDP 的对数作为城市生产

率的代理变量，利用匹配双重差分方法进行了估计，结果如表 2 的第 3 列所示。结果显示，入选

文明城市对于城市人均 GDP 对数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入选文明城市并未影响到城市的劳动

生产率。

同理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2 的第 4 列所

示。结果显示，入选文明城市对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数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虽

然控制组的城市未入选文明城市，但由于事前的匹配使其和处理组的城市特征相似，因此入选

文明城市对投资的影响在两组之间并不显著。第 3、4 列估计结果综合表明，入选文明城市并未

造成城市生产率和投资的变化，也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理论模型。

最后，第 2 列中验证了入选文明城市会导致城市土地价格的提升，本文将城市出让建设用

地面积的对数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2 的第 5 列所示。结果

表明，城市土地出让面积并没有显著变化，因此城市土地价格的提升不是城市建设用地供应总

量变小导致的，支持了本文的基本逻辑。综上，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体现在对

于城市总人口和城市土地价格的提升，对其他方面影响均不显著，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假说 2。
 

表 2    机制分析的估计结果

（1） （2） （3） （4） （5）

总人口对数 土地价格对数 人均 GDP 对数 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建设用地出让面积对数

civi_city 0.135**（2.118） 0.227***（3.512） −0.088（−1.201） 0.097（1.190） −0.050（−0.4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82 788 782 796 788

组内 R2 0.0784 0.149 0.0551 0.0984 0.0682

　　注：同表 1。
 
 

（三）假说 3 的检验：土地管制的调节效应

civi_cityrt civi_cityrt ×arear β1

β1

本文在基础模型（15）式中进一步加入代表城市土地供给限制强弱的变量及其与关键解释

变量 的交互项，得到（17）式。其中，交互项 的系数 代表了文明城市的品

牌效应对于城市发展影响的差异是否依赖于城市土地供给限制的强弱。如果交互项系数 显著

为正，则说明城市土地供给限制增强会放大文明城市的品牌效应对该被解释变量的促进作用。

yrt = α0+β1civi_cityrt ×arear +β2civi_cityrt +β3arear +δt +µr +αXrt + ϵrt （17）

本文以各个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占该城市土地面积之比作为衡量城市土地管制强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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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 β1

β1

指标，将其取对数后利用（17）式进行估计。表 3 的第 1、2、3 列报告的是双重差分方法的估计结

果，第 4、5、6 列报告的是匹配后样本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当被解释变量是城市

GDP 时，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正；而当被解释变量是城市土地价格时，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负；当

被解释变量是城市总人口时，交互项系数 不显著。这个结果表明，土地供给限制程度放松，会

提升城市品牌价值对于城市产出的影响，而削弱对于城市土地价格的贡献。①上述结果进一步验

证了本文的理论模型的假说 3。
 

表 3    土地的调节效应估计结果

（1） （2） （3） （4） （5） （6）

城市 GDP 对数 城市总人口对数 土地价格对数 城市 GDP 对数 城市总人口对数 土地价格对数

civi_city× lg_area 0.031**（2.395） 0.046（1.226） −0.025（−0.516） 0.031**（2.238） 0.038（0.684） −0.159***（−3.579）

lg_area 0.002（0.435） −0.012（−1.206） −0.083***（−7.076） 0.033**（2.506） 0.013（1.259） 0.006（0.107）

civi_city 0.098***（2.923） 0.235**（2.107） 0.024（0.198） 0.143***（3.241） 0.266（1.405） −0.278*（−1.85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296 3 250 3 298 758 744 758

组内 R2 0.162 0.0128 0.0437 0.202 0.100 0.194

　　注：同表 1。
 
 

（四）异质性分析②

civi_cityrt

civi_cityrt × extourr β1

最后，对模型做进一步的扩展，进行异质性的分析。在基础模型（15）式中进一步加入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的虚拟变量及其与关键解释变量 的交互项，得到（18）式。其中，交互项

的系数 代表了文明城市的品牌效应对于城市 GDP、总人口和土地价格的影响

是否对于不同的城市间存在差异。

yrt = α0+β1civi_cityrt × extourr +β2civi_cityrt +β3extourr +δt +µr +αXrt + ϵrt （18）

β1

β1

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 对于城市 GDP 和总人口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对城市土地价格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利用匹配双重差分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显示交

互项系数 对于城市总人口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对城市土地价格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个结

果说明，对于旅游城市等更加依赖品牌价值的城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对于其城市总产值、总人

口的提升作用均高于其他城市，这也与经济学直觉高度一致。

六、稳健性检验③

（一）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

civi_cityrt

Bk

k Ak k Bk Ak

本文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平行趋势进行检验，并对入选文明城市的动态效应进行分析。借

鉴事件研究方法，本文将基础模型中的文明城市虚拟变量（ ）替换为代表受到处理第几

年的虚拟变量，将回归方程改为（19）式的形式，对于匹配后的样本进行估计。其中 代表入选文

明城市的前 年， 代表入选文明城市后第 年，其余变量含义与基础回归相同。这样 和 的估

姚    鹏、张泽邦、孙久文、闫昊生：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

① 对于人口的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目前中国仍然存在户籍制度的制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

② 限于篇幅，不再列示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所有实证结果。

③ 限于篇幅，不再列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所有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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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系数则体现了入选文明城市的动态效应。无论被解释变量是城市  GDP 、总人口还是土地价

格，绝大部分事前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个结果和本文的预期相符，表明本文的研究

设计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基础回归的结果稳健。

yrt = α0+
∑7

k=1
βkBk +

∑7

k=0
β′kAk +δt +µr +αXrt + ϵrt （19）

（二）竞争性假说的排除

正如上文所述，文明城市对于建城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指标有一系列的要

求，因此可能会引起城市土地出让行为的变化。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那么城市土地价格的上涨

就可能并不是城市品牌效应的影响而是由于土地出让的数量或方式变化而导致的。为排除这一

可能的竞争性假说，本文通过进一步控制城市土地出让宗数和土地“招拍挂”宗数占全部土地出

让宗数的比例，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城市土地出让宗数和出让方式的情况下，

当被解释变量是城市 GDP 和总人口时，文明城市品牌效应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不

显著；当被解释变量是城市土地价格时，文明城市品牌效应的估计系数为正，在统计意义和经济

意义上均显著。利用匹配双重差分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城市土地出让宗数和出让

方式的情况下，无论被解释变量是城市 GDP、总人口还是土地价格，文明城市品牌效应的估计系

数均为正，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均显著，但对于土地价格的估计系数无论是统计意义还是

经济意义都更为显著。结果说明基础回归的结论是稳健的。

（三）工具变量估计

由于创建文明城市导致的城市特征变化，可能引起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之前研究的做法

（Nunn，2007；Qian，2008），利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而文明城市动态化地入选

和调整给本文构造工具变量提供了条件。

Xc

S ∗r,05 Xr,05

θ05

参考（Criscuolo 等，2019）的研究，本文构建工具变量基本思路如下：如制度背景中所述，文明

城市是否入选有一系列的指标 决定（即上文匹配所用指标）。因此，与上文匹配类似，可以对如

下方程进行 logit 估计，其中 代表城市是否在 2005 年入选文明城市，而 代表城市 2005 年评

选时的特征，而估计得到的估计系数 可以近似地理解为每个指标决定城市是否入选文明城市

的权重，得到的倾向得分则可以近似地理解为城市入选文明城市的概率。

S ∗r,05 = θ05Xr,05 （20）

Xr,03

∆Xr,03−05 =
(
Xr,05−Xr,03

)
θ05Xr,03

而 （ 2 0 ） 式 可 以 进 一 步 改 写 成 为 （ 2 1 ） 式 ， 其 中 是 样 本 中 初 始 年 份 的 城 市 特 征 ， 而

则代表了样本初期到评选年份城市特征的变化情况。如前文所述，内生性主

要来源是创建文明城市带来的城市特征变化，所以本文将（21）式方程右手边第一项 ，作为

工具变量。因为工具变量由城市初始年份的城市特征和评选年份对应指标的权重共同决定，因

此其显然与城市是否入选文明城市相关（满足相关性假设）；并且在构造此工具变量的过程中剔

除了城市特征变化的影响，而城市特征变化导致的城市发展趋势的变化是本文内生性的主要来

源，此工具变量满足排斥性假设，因此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工具变量。

S ∗r,05 = θ05

(
Xr,03+∆Xr,03−05

)
= θ05Xr,03+ θ05∆Xr,03−05 （21）

θ09 θ11

civi_cityrt

同样，对于其他的评选年份（2009 年、2011 年），本文也按照相同的思路进行了估计，得到了

对应年份城市特征的权重指标 和 ，从而构建出对应年份区间的工具变量，如下式所示。那

么，以上文构建的 IV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的工具变量，本文对基础回归模型（15）式进行了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以避免产生“禁止回归”问题（Wooldridge，2010）。得到的关键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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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也就代表了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带来的品牌价值对于城市的影响。

IV =


θ05Xr,03,year ⩽ 2009
θ09Xr,03,2009 < year ⩽ 2011
θ11Xr,03,year > 2011

（22）

civi_cityrt

civi_cityrt

首先，第一阶段回归的 F 统计量为 15.3，大于经验的临界值 10，说明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不

是弱工具变量。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大于 26，其 P 值接近于 0，拒绝原假设，即工具变量

与内生变量相关，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Hansen J 统计量等于 0，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

恰好识别的情形。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控制其他控制变量，当被解释变量是城市的土地价格时，关

键解释变量 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均显著，而当被解释变量是城

市 GDP 和总人口时，关键解释变量 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性较差且经济意义较小。因此，工

具变量估计结果支持理论模型的推论，即在中国土地供给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城市品牌价

值的提升在实际中主要反映在对于土地价格的拉升。

（四）安慰剂检验

参 考 之 前 研 究 的 做 法 （ Chetty 等 ， 2009） ， 本 文 采 取 如 下 方 式 进 行 安 慰 剂 检 验 。 因 为 从

2005−2014 年共有 3 个年份有新获批的全国文明城市，每年在样本中新增加的文明城市数目分

别为 9 个、24 个和 27 个，①所以本文在 2004−2014 年 10 个年份中随机抽出 3 个年份作为假设的

增加文明城市的年份，②在第一个假设的年份中，随机抽取 9 个城市作为假设的文明城市，在第二

个假设的年份中，不放回地随机抽取 24 个城市作为假设的文明城市，以此类推。这样就得到了

一个与基础回归数据结构类似的“安慰剂”处理组，本文将上述过程重复 500 次。本文发现，安慰

剂回归的估计值呈现出以 0 为中心的、接近于正态分布的分布模式，这表明安慰剂检验并没有体

现出显著的处理效应。而基础回归中的估计值，特别是被解释变量为总人口和土地价格时，位于

安慰剂回归分布的右侧尾端。这一方面说明有较强的信心认为实际的处理效应并非出于统计上

的偶然；另一方面，进一步支持了基础回归中得到的入选文明城市对于上述变量有促进作用的

结论。

七、结　论

品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城市而言，城市的品牌价值体现了城市的竞

争力，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为了研究城市品牌价值提升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本

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将“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视作准自然实验，利用 2003−2015 年地

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验证。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表明，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可以提高城市的总

产出，促进城市发展，同时能够提高城市总人口和土地价格，其影响程度受到土地供给管制程度

的影响，在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抬升土

地价格方面。此外，本文还发现，放松土地供给的限制将扩大城市品牌价值对于城市总产出的拉

动作用，削弱对于土地价格的拉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入选文明城市不会影响到城市的生产

率和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对于品牌依赖程度较高的旅游城市影响更

大。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均被证实稳健。

本文研究结论有着非常明确的政策含义。一方面，在全国层面，应当认识到土地供给管制对

于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出台土地政策。在当前土地供给受到严格管制的背景下，

姚    鹏、张泽邦、孙久文、闫昊生：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

① 样本中不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文明城区，也不包括文明城市名单中的所有县级市。

② 不包括 2003 年和 2015 年是为了确保每个城市具有处理前和处理后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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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主要导致了城市土地价格的抬升，而对于城市实际产出和人口的影响较

小，这说明土地管制实际上削弱了城市品牌价值提升对总福利水平的提升程度。这个结论存在

两方面的政策含义：第一，这与其他研究土地管制带来效率损失的文献一致（Cheshire 和 Sheppard，

2002；Glaeser 和 Ward，2009；Turner 等，2014），证明土地供给的管制将会导致福利的损失，阻碍城

市竞争力的提升；第二，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推动了城市土地价格的升高，也与过去中国依赖土

地出让的城镇化路径高度相关（郑思齐等，2014），因此城市品牌价值转化为土地价格客观上为城

市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刘晨晖和陈长石，2017），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支撑。因此，应当在

充分理解土地管制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方式的前提下，根据实际的政策目标，适应性地制定相

应的土地政策。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当充分认识城市品牌价值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

影响，着力提升城市知名度，打造城市品牌。本文研究证明，城市品牌作为城市的一项独特的“无

形资产”会对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在未来制定城市的发展政策时，可以通过

宣传城市特色、推广城市形象、提升城市魅力等途径，或是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

城市品牌的方式，着力提升城市的品牌价值，从而协同提升城市的软硬件环境，优化政策组合，更

好地促进城市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陈斌开，陈思宇. 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J]. 经济研究，2018，（3）：35−49.[1]

丁从明，吉振霖，雷雨，等. 方言多样性与市场一体化：基于城市圈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18，（11）：148−164.[2]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 30 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2012，

（4）：9−20.

[3]

范子英，赵仁杰. 法治强化能够促进污染治理吗?−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19，（3）：21−37.[4]

方颖，赵扬. 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估计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2011，（5）：138−148.[5]

雷潇雨，龚六堂. 基于土地出让的工业化与城镇化[J]. 管理世界，2014，（9）：29−41.[6]

李勇刚，罗海艳. 土地资源错配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的经验证据[J]. 财经研究，

2017，（9）：110−121.

[7]

刘晨晖，陈长石. 土地出让如何影响城市间发展不平衡−基于财政缺口弥补视角的实证分析[J]. 财贸经济，

2017，（11）：23−38.

[8]

刘凯. 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0）：80−98.

[9]

陆铭，常晨，王丹利. 制度与城市：土地产权保护传统有利于新城建设效率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18，（6）：171−185.[10]

乔均，彭纪生. 品牌核心竞争力影响因子及评估模型研究−基于本土制造业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12）：130−142.

[11]

谢冬水. 地方政府竞争、土地垄断供给与城市化发展失衡[J]. 财经研究，2016，（4）：102−111.[12]

郑思齐，孙伟增，吴璟，等. “以地生财，以财养地”−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2014，（8）：

14−27.

[13]

Aaker D A. The value of brand equ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1992，13（4）： 27−32.[14]

Acemoglu D，Johnson S. Unbundling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5，113（5）： 949−995.[15]

Alesina A，La Ferrara E.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5，43（3）：

762−800.

[16]

Behrens K，Duranton G，Robert-Nicoud F. Productive cities：Sorting，selection，and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17]

  2021 年第 1 期

•  44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8102.2017.11.002
https://doi.org/10.1108/eb039503
https://doi.org/10.1086/432166
https://doi.org/10.1257/002205105774431243
https://doi.org/10.1086/67553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8102.2017.11.002
https://doi.org/10.1108/eb039503
https://doi.org/10.1086/432166
https://doi.org/10.1257/002205105774431243
https://doi.org/10.1086/67553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8102.2017.11.002
https://doi.org/10.1108/eb039503
https://doi.org/10.1086/432166
https://doi.org/10.1257/002205105774431243
https://doi.org/10.1086/67553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8102.2017.11.002
https://doi.org/10.1108/eb039503
https://doi.org/10.1086/432166
https://doi.org/10.1257/002205105774431243
https://doi.org/10.1086/675534


Economy，2014，122（3）： 507−553.

Camagni  R.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on  urban  land  rents[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6， 56（ 3） ：

597−615.

[18]

Cheshire  P，Sheppard  S.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land  use  planning[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2，52（2）：

242−269.

[19]

Chetty  R， Looney  A， Kroft  K.  Salience  and  tax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4）： 1145−1177.

[20]

Combes  P  P， Duranton  G， Gobillon  L.  The  identification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1，11（2）： 253−266.

[21]

Criscuolo C，Martin R，Overman H G，et al. Some causal effects of an industrial polic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109（1）： 48−85.

[22]

Falvey  R， Foster  N， Greenaway  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10（4）： 700−719.

[23]

Gao X，Long C X. Cultural border，administrative border，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4，31： 247−264.

[24]

Glaeser E L，Ward B A.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and use regulation：Evidence from Greater Bost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9，65（3）： 265−278.

[25]

Glaeser E L，Kolko J，Saiz A. Consumer c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1，1（1）： 27−50.[26]

Hsieh C T，Moretti E. Housing constraints and spatial misalloc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

2019，11（2）： 1−39.

[27]

Liu Z Q. Institution and inequality：The hukou system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33（1）：

133−157.

[28]

Nunn N. Relationship-specificity，incomplete contracts，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122（2）： 569−600.

[29]

Pendakur  K， Pendakur  R.  Language  as  both  human  capital  and  ethnicity[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2，

36（1）： 147−177.

[30]

Qian  N.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123（3）： 1251−1285.

[31]

Qian Z. Without zoning：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controls in Houston[J]. Cities，2010，27（1）： 31−41.[32]

Rosenbaum P R，Rubin D B. Reducing bias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using subclassification on the propensity scor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84，79（387）： 516−524.

[33]

Rosenbaum  P  R， Rubin  D  B.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

Biometrika，1983，70（1）： 41−55.

[34]

Turner  M  A， Haughwout  A， Van  Der  Klaauw  W.  Land  use  regulation  and  welfare[J]. Econometrica， 2014， 82（ 4） ：

1341−1403.

[35]

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M]. 2nd ed.  Cambridge，MA：The MIT Press，

2010.

[36]

Yeung  M， Ramasamy  B.  Brand  value  and  firm  performance  nexus： Further  empirical  evidence[J].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2008，15（5）： 322−335.

[37]

姚    鹏、张泽邦、孙久文、闫昊生：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

•  45  •

https://doi.org/10.1086/675534
https://doi.org/10.1007/s00168-015-0733-6
https://doi.org/10.1016/S0094-1190(02)00003-7
https://doi.org/10.1257/aer.99.4.1145
https://doi.org/10.1093/jeg/lbq038
https://doi.org/10.1093/jeg/lbq038
https://doi.org/10.1257/aer.2016003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361.2006.00343.x
https://doi.org/10.1111/j.1467-9361.2006.00343.x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4.10.002
https://doi.org/10.1016/j.jue.2008.06.003
https://doi.org/10.1016/j.jue.2008.06.003
https://doi.org/10.1093/jeg/1.1.27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016/j.jce.2004.11.001
https://doi.org/10.1162/qjec.122.2.569
https://doi.org/10.1162/qjec.2008.123.3.1251
https://doi.org/10.1162/qjec.2008.123.3.1251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09.11.006
https://doi.org/10.1080/01621459.1984.10478078
https://doi.org/10.1093/biomet/70.1.41
https://doi.org/10.3982/ECTA9823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bm.2550092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bm.2550092
https://doi.org/10.1086/675534
https://doi.org/10.1007/s00168-015-0733-6
https://doi.org/10.1016/S0094-1190(02)00003-7
https://doi.org/10.1257/aer.99.4.1145
https://doi.org/10.1093/jeg/lbq038
https://doi.org/10.1093/jeg/lbq038
https://doi.org/10.1257/aer.2016003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361.2006.00343.x
https://doi.org/10.1111/j.1467-9361.2006.00343.x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4.10.002
https://doi.org/10.1016/j.jue.2008.06.003
https://doi.org/10.1016/j.jue.2008.06.003
https://doi.org/10.1093/jeg/1.1.27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016/j.jce.2004.11.001
https://doi.org/10.1162/qjec.122.2.569
https://doi.org/10.1162/qjec.2008.123.3.1251
https://doi.org/10.1162/qjec.2008.123.3.1251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09.11.006
https://doi.org/10.1080/01621459.1984.10478078
https://doi.org/10.1093/biomet/70.1.41
https://doi.org/10.3982/ECTA9823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bm.2550092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bm.2550092
https://doi.org/10.1086/675534
https://doi.org/10.1007/s00168-015-0733-6
https://doi.org/10.1016/S0094-1190(02)00003-7
https://doi.org/10.1257/aer.99.4.1145
https://doi.org/10.1093/jeg/lbq038
https://doi.org/10.1093/jeg/lbq038
https://doi.org/10.1257/aer.2016003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361.2006.00343.x
https://doi.org/10.1111/j.1467-9361.2006.00343.x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4.10.002
https://doi.org/10.1016/j.jue.2008.06.003
https://doi.org/10.1016/j.jue.2008.06.003
https://doi.org/10.1093/jeg/1.1.27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016/j.jce.2004.11.001
https://doi.org/10.1162/qjec.122.2.569
https://doi.org/10.1162/qjec.2008.123.3.1251
https://doi.org/10.1162/qjec.2008.123.3.1251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09.11.006
https://doi.org/10.1080/01621459.1984.10478078
https://doi.org/10.1093/biomet/70.1.41
https://doi.org/10.3982/ECTA9823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bm.2550092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bm.2550092
https://doi.org/10.1086/675534
https://doi.org/10.1007/s00168-015-0733-6
https://doi.org/10.1016/S0094-1190(02)00003-7
https://doi.org/10.1257/aer.99.4.1145
https://doi.org/10.1093/jeg/lbq038
https://doi.org/10.1093/jeg/lbq038
https://doi.org/10.1257/aer.2016003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361.2006.00343.x
https://doi.org/10.1111/j.1467-9361.2006.00343.x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4.10.002
https://doi.org/10.1016/j.jue.2008.06.003
https://doi.org/10.1016/j.jue.2008.06.003
https://doi.org/10.1093/jeg/1.1.27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257/mac.20170388
https://doi.org/10.1016/j.jce.2004.11.001
https://doi.org/10.1162/qjec.122.2.569
https://doi.org/10.1162/qjec.2008.123.3.1251
https://doi.org/10.1162/qjec.2008.123.3.1251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09.11.006
https://doi.org/10.1080/01621459.1984.10478078
https://doi.org/10.1093/biomet/70.1.41
https://doi.org/10.3982/ECTA9823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bm.2550092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bm.2550092


Does City Brand Promote City Development?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al Study Based on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Yao Peng1，2,  Zhang Zebang3,  Sun Jiuwen3,  Yan Haosheng4

(1. School of Economics，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276825，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3.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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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modern economic society，a brand contains great value. However，there is little re-

search on the value of city brand. On the one hand，research on brand value mainly focuses on the enterprise

level. On the other hand，research on urban soft environment rare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brand value on cit-

ies. The reasons may be as follows: First，the research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of the

city，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living function，and few economic studies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func-

tion of the city. Second，the value of city brand is not easy to be measured properly.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On the one hand，“Na-

tional Civilized City” is a comprehensive honorary title reflecting the overall civilization level of the city，and

it is the highest honor in the national evaluation of cities. So，it has received positive response from local gov-

ernments. On the other hand，except for winning the honorary title，cities have not been given preferential re-

sources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refore，the impact of brand value on the city

can be cleanly identifie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imple theoretical model and finds that the value of city brand affects the total

output of the city and also acts on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the land price，and the degree of control of land sup-

ply is an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This paper also regards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s a quasi-experi-

ment to test the findings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using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2015.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motion of city brand value can increase the total output of the city and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is promotion effect is reflected in the rising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the

land price，but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and price.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land supply regulation will reduce

the contribution of brand value to the city’s gross production and increase the impact on the land price. It fur-

ther examine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brand value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The anticipated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s: On the one hand，it identifies the net impact of

city brand value on city development properly，fills the gap in the research on city brand value，and provides

an academic basis for local governments’ brand value construction. On the other hand，it also finds that land

supply regulation plays a key role，which broadens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land supply on cities，and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future optimization of land policy in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brand value； land supply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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